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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华语”的文化背景及其内部文化互动的实质
“大华语”由 “华语”发展而来。国内的华语研究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２０世纪末，周有光

等人建议将 “华语”定义为 “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言”①，提出了 “全世界华人共同语言”这一

论题。郭熙通过对 “华语”这一概念与 “汉语”“国语”“中文”“普通话”的对比，进一步明确

了它的定义———以现代汉语普通话为标准的华人共同语，② 并对华语研究的性质、意义和任务进

行了详细说明。③ 陆俭明、李宇明、周清海等人倡导 “大华语观”并定义了 “大华语”概念，总

结了 “大华语”的现状、预测了 “大华语”的发展趋势，并提出了 “大华语”研究的新课题；认

为，海内外各地区的华语都可以看作是 “大华语”的变体并进一步将 “大华语”变体分为五类，

即内地普通话，台湾省 “国语”，香港、澳门地区的华语，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

莱等国的华语以及其他地区的华语。④

从 “大华语”概念酝酿的起始时间点来看，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适逢１９４９年后第一次移民潮，

这为现代海外华人社区的形成、海外华语的规模化奠定了基础，移民的迁徙过程也是文化流动的

过程；从 “大华语”主要变体的空间分布来看，内地、港澳台地区、海外各华人社区文化接触与

交流的背景各不相同，这些各具特色的文化背景共同构成了 “大华语”的文化背景，以语言为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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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边界形成了 “大华语”文化圈。基于此，本文认为理解 “大华语”的内涵可以引入文化学视

角，一方面通过文化传播方式分析 “大华语”变体形成的文化背景，一方面借助文化间性理论揭

示 “大华语”内部文化互动的实质，并由此提出现有 “大华语”研究应关注的研究角度。

（一）“大华语”变体形成的文化背景

文化传播分为纵向的文化传承与横向的文化扩散两类，前者指文化的代际传播，后者强调文

化在空间上的传递，“在历史上往往通过移民、战争和征服而带到新的地点”①。

“大华语”文化圈的形成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文化传播活动的直接产物，涉及的文化过程

既包括时间维度上 “普通话／华语／国语”使用者的代际传承，也包括空间维度上与外来文化或迁

入地文化等异质文化的接触、交流与融合。值得注意的是，在各种 “大华语”变体的形成过程

中，文化传承是共有的传播方式，而文化扩散形式则有所差别。海外 “大华语”变体形成的基础

是成规模的移民活动，其相应的文化扩散形式为迁移扩散，扩散行为的主体是迁出地的文化 （源

文化）作为源文化载体的华人群体与当地其他群体的交往过程中，源文化一方面向迁入地扩散，

一方面适应迁入地的文化，被迁入地文化影响；内地、港澳台地区变体形成过程中也有文化扩散

行为的发生，其主体是外来文化，受体是本土文化，在文化接触交流中，不同文化之间的兼容性

以及特定的社会需求使得外来文化的某些事象在本土文化中找到了易于嫁接之处，通过传染扩

散、等级扩散或是刺激扩散等方式融入本土文化。内地普通话、台湾省 “国语”及港澳地区华语

并非语言的地域变体，它们的形成取决于外来文化在本土的扩展扩散是否自然发生、扩展扩散的

文化主体来源以及作为主体的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影响程度。非自然发生的扩展扩散主要是由

殖民等方式带来的，如１８９５～１９４５年台湾日据时期、１８４１～１９９７年香港英统时期以及１８８７～

１９９９年澳门葡据时期，文化主权丧失，殖民者文化长期强制性地与本土文化接触，使三地本土

文化中留下了各自特有的殖民文化痕迹，在语言层面体现为台湾省 “国语”词汇中留有大量日源

外来词、香港地区习惯使用中英夹杂的 “港式中文”等现象。

（二）文化间性与 “大华语”内部文化互动的实质

“文化间性”由哈贝马斯 （Ｊüｒｇｅｎ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首次提出，以差异哲学、“他者”理论、视域

融合与交往行为理论为哲学基础。② 国内学者将其定义为 “一种文化在与他者相遇时或在与他者

的交互作用中显出的特质”，这种交互作用特质的产生是因为，每一种文化都有自身的系统特质，

当与其他文化系统相遇时，其实是以自身系统的特定视域出发理解对方，这个特定视域不可能与

对方的视域完全吻合，只能是两种视域的融合。③ 在文化扩散过程中形成的各个 “大华语”变

体，即为同一种源文化和不同的异质文化交互作用的产物。以海外华人为例，对于境内华人，他

们是代表海外视域的他者，根据生活居住地的不同，可以代表东南亚视域、北美视域，或者更具

体的，如泰国视域、印尼视域、加拿大视域等，但对于他们居住地的原住民而言，他们又是代表

非泰国、印度尼西亚、加拿大视域的异己，他们携源文化与异质文化互动，实现了两种视域融合

的文化对话，这种视域融合的文化对话在语言中的体现最为明显。

通过对 “大华语”涉及的具体文化过程及文化特质的描述与总结，我们发现现有 “大华语”

的研究角度有待补充。第一，若从文化扩散带来的影响的角度来看，“大华语”文化内部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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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一方面包括源文化通过迁移行为扩散到迁入地与当地文化接触时受到对方文化的影响，一方

面包括外来文化通过扩展扩散行为对本土文化的影响；而 “大华语”文化对外的影响一方面包括

源文化作为文化迁移扩散行为的主体对迁入地文化的影响，一方面包括源文化作为扩展扩散行为

的受体被动接收外来文化时给予对方文化的反作用力。目前，语言学领域 “大华语”的研究多探

索前一类 “大华语”受到的异质文化的影响，对于 “大华语”对异质文化的影响少有涉及。第

二，若从 “大华语”动态、交互的文化间性特质着眼，每种华语变体文化都代表两种或多种不同

视域的融合，每一种变体的特点理论上只有在与 “大华语”圈其他变体的对比中才能完全凸显。

目前，语言学领域的研究常采用静态的同异比较法，且多数情况下仅与 “大华语”的普通话变体

相比，这种研究方法得到的文化特点并不全面，且没有触及文化或者语言交互作用的实际。

二、“大华语”的内部构成与 “大华语”概念的层级结构
（一）“大华语”的内部构成

由于 “大华语”的 “共同语”性质及其作为语言的类概念的特点，根据其在使用国家、地区

的语言地位，我们将 “大华语”内部脉络层次梳理如下：

图１　　 “大华语”内部构成示意图

图１中第一层的划分依据是文化接触形式。这里的 “内地变体”实际为 “大华语”的本体、

基础，出于同位概念名称统一性的考虑将其称为 “变体”。其涉及的文化接触形式主要是本土文

化在文化交流过程中与异质文化的均质接触，本土文化在接触过程中根据需要吸收、消化异质的

外来文化；港澳台地区变体形成过程中涉及的文化接触形式与内地变体的不同之处在于，在近现

代较长时期内，这三个地区的本土文化都曾被动地被外来文化强势侵入，受某一种外来文化的影

响较深、较广；海外变体涉及的文化接触形式和人群的迁移有关，源文化随迁移的人群扩散至海

外各地，并作为文化传播的主体在与迁入地文化的接触中主动适应迁入地文化。

第二层的划分依据是解读文化的融合视角，不同的融合视角对应不同文化背景下不同的语言

变体。内地变体即普通话，代表本土文化特质保留得最完整的本体视角；港澳台地区变体涉及的

文化接触形式相似，但具体的融合视角不同、受不同的殖民文化影响，台湾省 “国语”体现台湾

省本土视角以及对于较多的日本文化要素的观察与吸纳、香港地区华语体现了香港本土视角及其

对于较多的英国文化要素的观察与吸纳、澳门地区华语则体现了澳门本土视角及其对较多的葡萄

牙文化要素的观察与吸纳；海外变体伴随本土文化在不同的迁入地接触不同的迁入地文化，形成

相互区别的融合视角。理论上讲，凡华人群体性迁入并长期聚居的海外地区，也就是海外 “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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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①，都会形成各具特色的 “大华语”变体，图１中海外变体列举了海外华人人数最多的７
个国家，已有的 “大华语”研究对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的华语关注较多，美

国、加拿大华语常合并为北美华语一起讨论；而秘鲁华语暂未有人调查研究，秘鲁华人在居住国

政治地位较高，与东南亚华人在居住国经济上富有而政治上缺乏影响力形成对比，因而值得探

讨。需要说明的是，这一层的划分只是理想状态的划分，在现实中，这些具体的划分需要在全面

调查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

根据这些 “大华语”变体在使用国家、地区的地位，我们将所有的理论上存在的 “大华语”

变体首先归为官方语言和非官方语言两类，官方语言又分为单一官方语言和非单一官方语言两

类，从单一官方语言到非官方语言，体现不同变体在其使用区域政治竞争力的递减。在华语变体

作为官方语言的５个地区 （或国家）中，普通话和台湾省 “国语”是作为唯一官方语言使用的；

中国香港、澳门地区的华语及新加坡的华语则作为官方语言之一使用：香港的官方语言 （严格来

说称作 “法定语言”）包括中文和英文，实施 “两文三语”政策，即书面上使用中文白话文和英

文，口语上使用粤语、普通话和英语；澳门地区的官方语言包括中文和葡萄牙文，实施 “三文四

语”政策，即书面上使用中文白话文、葡萄牙文和英文，口语上使用粤语、普通话、葡萄牙语和

英语；新加坡的官方语言包括英语、华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其中英语为第一官方语言。

（二）“大华语”概念的层级结构

参考贾益民从语言学的角度提出了 “大华语”的三个层次及上文对大华语内部脉络层次的梳

理，本文对第一个层次稍作限定、调整，给出 “大华语”概念的层级结构 （见图２）：

图２　　 “大华语”概念的三个层次

这三个层次对应的语言使用地域逐级扩大，对应的使用人群逐层增多。第一层次为 “作为母

语和国家／地区官方语言、标准语言的华语”，是 “大华语”概念的核心与基础，对应的使用国家

包括中国和新加坡，涵盖普通话、台湾省 “国语”、香港、澳门地区华语四种变体，对应使用人

群为这些地区的华人。语言的官方地位确保了这些华语变体各自具备较为完善的语言维护系统，

在使用中表现出较高的规范性，普通话和台湾省 “国语”作为所在地区唯一的官方语言，语言维

护系统最为完善，其中普通话被普遍视作 “大华语”的 “本体”，是基础中的基础。

第二层次为 “作为民族语言的华语”，对应的语言使用地域扩展到海外各华语区，使用人群

扩展至全球华人。在这些华语变体的使用人群中，既包括以华语为母语的华人，也包括以华语为

第二语言、第三语言的华人。这些使用熟练度不同、规范程度不同的各种华语变体都体现了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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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异质文化互动的同质的文化视角，这种同质文化在语言活动中发挥了纽带作用，形成以语言为

界的 “大华语”文化圈。“作为民族语言的华语”也是 “大华语”的文化圈概念。

第三层次为 “作为世界语言的华语”，对应的语言使用地域不限于华语区，使用人群也不限

于华人群体，使用人群中加入了华人以外的华语使用者。这些群体使用华语交际的对象既可以是

第一语言为华语的华人，也可以是其他的华语使用者。在这一层概念中，“大华语”的工具属性

最为明显，强调使用、重视交际中的功能而非形式，这与 “英语作为通用语”（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ｓ　ａ　Ｌｉｎ－

ｇｕａ　Ｆｒａｎｃａ，简称ＥＬＦ）概念的本质是一致的。塞得豪佛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Ｓｅｉｄｌｈｏｆｅｒ）将ＥＬＦ定义为

“不同第一语言的人之间使用的英语，对这些人而言，英语是所选择的交际工具，而且是唯一的

选择”①。参考该定义，我们将 “大华语”概念的第三层次解读为：不同第一语言的人使用的华

语，华语是他们选择的交际工具，而且是相对最优的选择。这里我们将 “唯一”调整为 “相对最

优”，主要是考虑到英语的国际地位，不同第一语言的人使用华语交际的双方有较大可能也同时

掌握了英语，但出于使用习惯以及沟通效能等方面的考虑，倾向于使用华语交际。同理，随着

“大华语”的传播推广，未来或现在可能已经出现了不同第一语言的人使用英语交际的双方同时

掌握华语的情况，这种情况下，英语也并不是他们 “唯一”的选择。

现有的 “大华语”定义与相关研究大多止步于第一、二层概念，少有对 “作为世界语言的华

语”的研究，这与目前 “大华语”使用者中华人以外的使用者所占比例较低有关，但这一层级的

研究也非常重要，应当引起重视。一方面，“大华语”各个变体使用人数总数居世界第一，各变

体背靠的国家、地区以及华人团体具有较强的政治、经济、文化竞争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非母

语的学习者，可以说 “大华语”具备发展成为世界通用语言的潜质；另一方面，华人以外的华语

使用者为 “大华语”研究提供了丰富多样的他者视域，可揭示 “大华语”各个变体形成过程中文

化互动的内在机制。

三、“大华语”时代社区词的文化间性
“社区词”概念由田小琳首次提出，指 “由于社会背景不同，社会制度、政治、经济、文化

的背景不同，以及由于背景不同带来的人们心理因素差异，而产生的适应本地社会区域的词语”，

“社区词语的外延主要指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台湾省以及海外华人社区所流行的词语”②。从定

义中可以看出，社区词是 “大华语”各变体词汇中存在差异 （非通用）的那部分词汇，换言之，

社区词是能够反映各变体文化间性的词汇。

我们说社区词体现文化间性，并不是说社区词就是文化词，两者之间有较大的区别。文化词

被定义为：含有某种特定文化意义的词，是文化在语言词汇中直接或间接的反映。如 “梅”“松”

“竹”等词含有 “高风亮节”“清雅情操”之义。③ 社区词中也含有特定的文化意义，但不同之处

在于，这种特定的文化意义是在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发生交互作用时，在与他者的关联中产生

的，体现交互双方融合的视域。

社区词的文化间性主要有两种呈现形式。一种是指社区词所反映、代表的文化事象。（１）是

异质的；（２）在某个或某几个社会区域中特有，在其他社会区域中没有完全对应物。这种文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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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Ｓｅｉｄｌｈｏｆｅｒ，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ｓ　ａ　Ｌｉｎｇｕａ　Ｆｒａｎｃａ：Ａ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Ｕｓｅｄ　ａｓ　ａ　Ｌｉｎｇｕａ　Ｆｒａｎｃａ，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

田小琳：《现代汉语词汇的特点》，《９３国际语文教育研讨会论文集》，香港：香港大学，１９９３年１２月。
语言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语言学名词》，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１年。



性是显性的，可直接通过单独的词及词义推知。另一种指社区词的理据性中体现的语言文化心理

在某个或某几个社会区域中具有的特点在其他社会区域中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这种文化间性是隐

性的，需要通过对不同社会区域社区词的系统整理与分析发现规律。以下分别举例说明：

（一）从社区词中的新词看 “大华语”文化与异质文化互动的领域

社区词反映的特有文化事象在文化接触过程中被观察到并被吸收的过程也是文化扩散的过

程，其在语言层面具体表现为 “大华语”中新词语的诞生，它包括借词和新造词两类，其中借词

的形式以音译为主，也包括意译词、直译词、音义兼译词、形译词等。这些新词往往先产生于某

一华语区或几个文化接触背景相似的华语区，随着各华语区之间的交流沟通而由单区独用发展为

多区共用 （见例１～２）。

例１：杯葛 （抵制）、巴刹 （菜市；集市；综合市场）、扛龟 （（１）在博彩活动中失利；（２）

泛指失败）①

例２：鱼干女 （生活懒散，对恋爱、结婚提不起兴趣的女子）、热裤 （一种女式紧身超短

裤）、百家乐 （一种以扑克牌为赌具的博彩方式）、便当 （盒饭）

例１中的三个词均为音译词， “杯葛”音译自英语ｂｏｙｃｏｔｔ，使用于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新加

坡、马来西亚等国华语区；“巴刹”音译自泰语Ｂａｒｓａｔ，使用于东南亚等国； “扛龟”也是音译

词，情况较为复杂，为英语ｓｋｕｎｋ的日语音译スカンク传入中国台湾省再音译而来。

例２中 “鱼干女”为意译日语词，使用于中国台湾省等地；“热裤”直译自英语ｈｏｔ　ｐａｎｔｓ，

使用于中国港澳台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百家乐”为音义兼译词，译自英语ｂａｃｃａｒａｔ，

使用于中国澳门等地区；“便当”为日语形译词，使用于中国台湾省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

印度尼西亚、日本等国家的华语区。

无论是语音上的模仿、词形上的借用，还是语义上的复制，这些新产生的社区词大多是在异

质语言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透过反映特有文化事象的这些社区词的词义聚类，我们还可以聚焦

“大华语”圈内不同华语区生活环境、文化背景中存在差异的领域。参考 《现代汉语分类词典》②

中的分类体系，借入和新造的社区词根据语义的不同，可以分别划归生物、具体物、抽象事物、

社会活动、性质与状态等类别，也可以进一步汇集成更细致的聚类，如 “奥黛”（越南女子穿的

传统服装）、“巴龙衫”（菲律宾男子穿的网眼花衬衫）、“百慕大裤”（原为百慕大岛上居民所穿的

一种休闲短裤）可划入 （具体物－生活用品－）服饰类，“天妇罗”（用鱼、虾、蔬菜等裹上面糊

后油炸而成的一种日式食品，由葡萄牙传入中国港澳地区）、“哥罗面”（一种马来西亚沙捞越等

地人们常吃的干拌面）可划入 （具体物－食用品－）食品类，“大宝森节”（印度兴都教信徒纪念

神明苏马巴廉的忏悔日，在１～２月间月圆的那一天）、“达雅节”（马来西亚达雅族庆祝丰收的节

日，马来西亚规定６月１日和２日为达雅节公假）、“水灯节”（泰国传统节日，在泰历十二月十

五日。当晚人们在河、湖中漂放点燃香烛的水灯，表达对水神的感激之情）可划入 （时空－时间

－季节－）节假日类，等等。这些为指称异质文化事象而直接从外语中借入或新造的社区词的语

义聚类反映了 “大华语”文化与异质文化在互动中发生关联的具体领域及文化交流的广度；若对

每种聚类词的数量进行统计，还可进一步揭示 “大华语”文化与异质文化互动的特点，语义分类

越细致，从社区词中得到的对于文化互动过程的反馈就越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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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新春：《现代汉语分类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３年。



（二）从社区词不同的词语理据特点看 “大华语”文化心理的差异

根据语义学家乌尔曼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Ｕｌｌｍａｎｎ）的分类，词语的理据包括语音理据、形态理据和

语义理据。这里选取了形态理据和语义理据讨论不同社会区域造词和词语使用心理的差异。

一个词具有形态理据性，是指可以从它的构词语素的意义推知整个词的意义。由于 “大华

语”社区词的主要书写形式是汉字，汉字形义一体的特征不仅赋予单个语素理据性，还为语素复

合、派生成词提供了依据，因而大部分社区词都具有形态理据性。但社区词借入的音译词是例

外。如音译自泰语的 “冬阴功”完全无法从其构成成分中推出 “酸辣虾汤”的词义、音译自日语

的 “沙西米”也不可能从其构成成分中解读出 “生鱼片”的含义。在海外华语区的社区词中，外

来词、特别是音译词占有较大比例，中国港澳台三地的社区词中有不少音译外来词，但所占比例

稍小，内地社区词直接借自外语的词极少，多从其他华语社区间接借入。不同华语社区吸收音译

外来词的比例反映了不同社区的华人群体对于外来词或开放或保守的不同心理。社区词中的缩略

词也能反映不同华语区人们造词心理的差异：一方面，不同华语区简缩同一词语有时会选取不同

的语素，如 “航空母舰”一词，中国内地缩略为 “航母”，中国台湾省缩略为 “航舰”，新加坡、

马来西亚等国缩略为 “空母”；又如 “通货膨胀”一词，内地缩略为 “通胀”，台湾省缩略为 “通

膨”。另一方面，同一词语或词组在有的华语区可以简缩，在其他华语区不能简缩，如 “儿童玩

具”“秋天的台风”“消费者保护”在中国台湾省缩略为 “童玩”“秋台”“消保”，在其他地区则

不能缩略。具有形态理据性是缩略词成立的前提之一，因此当缩略有可能影响词义理解时，人们

会倾向使用原来词义透明度较高的词形。

语义理据来自语言中的明喻和暗喻。不同华语区的人们描述某一事物、现象或状态时，更倾

向于选用自己生活环境中更熟悉的事物来建立联系；在这种联系中，也可以看出造词者不同的心

理。如新马泰等国的社区词 “蕉风椰雨”，既指东南亚等地的热带风光，也指在这里经历过的风

雨险阻，反映了造词者的生活环境；中国台湾省的社区词 “鲔鱼肚”指胖人凸起的肚子，鲔鱼主

要见于低中纬度海区，在台湾省较为常见，该词也有通用的同义表达形式 “啤酒肚”，因啤酒在

各华语区更为常见，因此该表达成为通用词。在香港地区，比喻构词非常常见，本体和喻体建立

联系的方式也多种多样，如 “大闸蟹” （形容小股民）、 “醉猫” （比喻喝醉的人）、 “甘草演员”

（指在戏剧、影视中能担任各种配角的演员）、“倒吃甘蔗”（比喻做事越来越顺利）、“喉笔”（指

消防软管和消防喷枪）、“大颈包”（指甲亢），等等，这反映了在出版自由的大环境影响下，人们

的造词心理趋于形象化。

无论是词义此有彼无的差异、还是词语理据中体现的造词和词语使用心理的差异，都是对创

造和使用它们的全球华人的生活环境及文化背景的差异性的反映，也是对 “大华语”文化间性特

质的反映。随着各华语区之间交流的深入，而这些体现差异的社区词，一方面使用范围会不断扩

大 （填补语义空位），另一方面也会在不同华语区形成竞争 （同义表达形式的竞争）。社区词对

“大华语”文化背景的反映即体现了这种能够从语言事实中追索文化事实甚至文化模式的功能。

不仅在词汇的层面，“大华语”语法 （全球华语语法）、语用中也应蕴藏着文化接触、文化互动的

痕迹，有待进一步探索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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